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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赣州慈云寺塔于2004年出土一批宋代遗

物，包括多幅绢画作品。其内容丰富，绘制精

良，反映了北宋时期赣州地区的民间信仰，为学

界研究北宋时期的宗教、美术等提供了重要的材

料。《慈云祥光·赣州慈云寺塔发现北宋遗物》

（后简称《慈云祥光》）[1]一书刊布了部分出土

文物图片，并对相关绢画、写卷、造像进行了基

本的介绍。其中关于GJ-01绢画残片，《慈云祥

光》认为主尊为菩萨，针对画面中的“白色包

袱”，推断菩萨左侧“似表现观音经变故事中商

人遇盗情节” [2]。经过研读之后，笔者认为，这

就是观世音经变，主尊身份为观世音菩萨，左右

两侧分别描绘了观世音菩萨救度六难的场景，而

且与敦煌等地的观世音经变存在密切的联系。

一、观世音图像考
GJ-01为绢本设色，无款印，残损严重，现

仅残存主尊和左侧部分画面，右侧已残，且由于

时代久远，画面漫漶不清（图1）。但是结合同

时代敦煌等地壁画和绢画材料，我们依然可以对

其绘制内容进行判读。

GJ-01主尊菩萨头戴宝冠，宝冠中央为禅定

坐佛，由此可以判定，此为化佛冠[3]。根据南朝

刘宋畺良耶舍翻译地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记载：

佛告阿难及韦提希：“见无量寿佛了了分

明已，次亦应观观世音菩萨。此菩萨身长八十

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，身紫金色，顶有肉髻，

项有圆光，面各百千由旬。……顶上毗楞伽摩

尼妙宝，以为天冠。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，高

二十五由旬。”[4]

江西赣州慈云寺塔观音经变绢画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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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 GJ-01 观音经变（残）（采自王亚蓉主编 《慈云祥光》，
第 25 页）

除化佛冠以外，主尊右侧肩部位置还绘有柳

枝图像，柳枝是观世音菩萨身份判断的重要依

据。据东晋竺难提译《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

罗尼经》载：

尔时毗舍离人，即具杨枝净水，授与观世

音菩萨。大悲观世音，怜悯救护一切众生，故

而说咒曰，普教一切众生而作是言：汝等今者

应当一心称，南无佛、南无法、南无僧，南无

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大悲大名称救护苦厄者。

如此三称三宝，三称观世音菩萨名，烧众名香，

五体投地，向于西方，一心一意，令气息定，

为免苦厄请观世音。[5]

在中国观世音信仰时间长，覆盖地域广。

观音最初见于东汉末年支亮翻译的《法镜经》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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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支曜所译的《成具光明定意经》[7]，但在当时

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，至西晋竺法护译出《正法

华经》以后，我国的观音信仰才正式揭开序幕。

此后，竺法护又于太康八年（287）年译出《普门

经》，东晋祗多蜜也曾译出《普门品经》。[8]在后

秦鸠摩罗什译出《法华经》后，其《法华经·观

世音菩萨普门品》（下文简称《普门品》）也被

单独抄出作《观世音经》广为流传。[9]南北朝时

期，观音信仰继续得到发展，又有数部观音经典

译出 。[10]这一时期受造像兴福之风的影响，观

音单体金石造像自470年开始迅速发展，并盛极

一时。[11]至唐时，由于《观音经》的流行，画工

以观世音菩萨作为造像主尊创作出独立的《观

音经变》。[12]观音造像具有明确的造型特征，在

其宝冠中总会出现阿弥陀佛的形象。[13]此外，

双手还会分持净瓶和杨柳。纵观整个造像的过

程，我们可以看到化佛冠和杨柳是观世音菩萨

独特的图像志特征，这是我们判断造像身份的

重要线索。

十六国时期是中国观音造像的萌发阶段，此

时化佛冠并未确定为其独有的造像特征。甘肃炳

灵寺石窟第169窟北壁无量寿佛龛内胁侍观音造

像为石窟中现存最早的观音造像，但头部并没有

佩戴化佛冠，我们只能依据其身旁的榜题判定其

身份。莫高窟第275窟主尊头戴化佛冠，形态表

现为交脚，经学者研究其身份为弥勒[14]，造像虽

头戴化佛冠但其身份并非观音菩萨。可见，这一

时期处于观音造像的萌发阶段，造像仪轨并不明

确，化佛冠并未被确定为观世音菩萨独有的造像

特征。

南北朝以后，化佛冠和柳枝开始出现，并成

为观世音菩萨的标志性特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依

据经典，观音所戴冠中的化佛形象应为立姿，而

我们在造像中所见化佛姿态却多呈现为坐姿。

敦煌莫高窟隋代第276窟南壁说法图所绘观音

图像头戴化佛冠，冠中佛陀形态明确表现为坐

姿，观音双手分持柳枝、净瓶（图2）。[15]具备

观音造像独特的图像志特征，是比较成熟的观

音造像模板。

唐宋以后，化佛冠和柳枝的搭配在观音造像

中逐渐稳定。这是因为根据《请观音经》的仪

轨，祈请观音救助之前，行者必须献杨枝净瓶给

菩萨。[16]这种搭配可见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

的“菩提瑞像”中，观音头戴化佛冠、手持杨柳

枝与净瓶（图3）。[17]同样的搭配形式还可见于

敦煌绢画EO.1142等材料中。这一时期的观音造

像除普遍存在头戴化佛冠和手持杨柳枝的搭配

外，观音形象也更加多元化，衍生出包括水月观

音在内的三十二种化身。水月观音初创于唐时周

昉[18]，自出现后便十分流行于汉地。敦煌地区共

存32幅水月观音像，是水月观音造像数量较多、

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。[19]从这些资料来看，水月

观音的样式大致可分为二类：一类是以手抚膝、

游戏坐（或半跏趺坐）思惟相的水月观音，一类

是以手持杨枝和净瓶、半跏趺坐（或全跏趺坐）

的水月观音，数量上前者多于后者[20]，前者通常

在其身周还会出现象征其身份的净瓶与杨枝。这

图 2  观世音菩萨敦煌莫高窟第 276 窟 南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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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 安岳毗卢洞第 19 号窟水月观音

是自宋代以来颇受禅与文人画家偏爱的造像形

态。[21]此外，重庆大足地区尚存数尊宋代雕刻的

水月观音像，其中毗卢洞第19号窟所雕水月观

音像（图4）[22]更是同时期绘塑作品中的精妙之

作。主尊头戴高宝冠，中有化佛，化佛呈坐姿，

自额顶托云而出，宝冠装饰繁密，精巧十分，身

后背屏及石台之上饰有竹子。

通过对历代观音造像图像志特征的梳理我们

可以看到，化佛冠和杨柳自南北朝以后逐渐成为

判定其身份的独特图像志特征并稳定下来。依据

GJ-01绢画残存部分来看，主尊头戴化佛冠，冠

中佛陀形态表现为坐姿，这与敦煌等地观音造像

化佛冠中佛陀表现相一致。在其身侧还出现了杨

柳图像。因此我们可以判定，GJ-01主尊身份应

该就是观世音菩萨。

二、观音救六难图像考
观世音菩萨左侧存三组救难场景，由上向下

纵向排列，《慈云祥光》对主尊左侧中部残存图

像进行了初步判读，认为其似表现观音经变故事

中商人遇盗情节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探索方

向。[23]经过仔细比对和判断，我们认为GJ-01全

貌应为观世音菩萨救度六难的场景，而且和敦

煌等地出土的同类题材作品存在诸多相似之处，

例如Stein.2、28等。下面笔者根据目前所公布的

图像材料，谨对GJ-01除主尊外残存内容进行考

证，并尝试复原该绢画的完整面貌。

（一）怨贼难

主尊左侧中部存有两人对峙场面。画面中强

盗身穿甲衣，头戴盔帽，一手持刃架于肩上，

另一手臂抬于前方，似向来人索要财物。遇难

之人身着白衣，拱手向前，躬身而立，似做求

饶状。两者之间的地面上放着一个包袱。《普

门品》记载：

若三千大千国土，满中怨贼，有一商主将

诸商人捧持重宝经过险路，其中一人作是唱言：

诸善男子，勿得恐怖，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

菩萨名号，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，汝等若

图 3  菩提瑞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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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名者，于此怨贼当得解脱。[24]

敦煌藏经洞绘画品中存有怨贼难场景与之相

像。Stein.24《法华经普门品变相图》分为上中

下三部分，中部表现观世音普门品内容。中央为

主尊，主尊两侧分绘观音救度六难，怨贼难绘

制在右侧上部。画面绘两人，一人头戴黑帽，上

身着红棕色长袖衫，下着白色长裤。一臂上举，

一臂向前，作奔走回首状；一人头戴红羽盔帽，

身着甲胄，一手持剑高举，一手持缰绳，身下

骑马做追逐状。上部绘两身飞天、华盖；下部四

身供养人分为两组分列主尊脚部两侧，供养人中

间存有榜题框。而在山西省博物馆藏石刻观音经

变（后简称“晋博藏品”）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与

之更为相像的场景，张善庆老师对此进行了细

致的记录：“商人双手合十，强盗身穿甲衣，手

持长剑，两人之间是一个圆形包袱；榜题为‘或

值怨贼绕，各执刀加害，念彼观音力，咸即起慈

心’。”[25]敦煌册子Stein.5642、6983也绘制了

与之相似的场景。因此，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此场

景表现的应该就是怨贼难。

（二）堕难

盗贼难上方残存高山瀑布，一人似乎从高山

坠落，画家在其身下描绘了一团云彩。《普门

品》记载：

或在须弥峰，为人所推堕，念彼观音力，

如日虚空住。或被恶人逐，堕落金刚山，念彼

观音力，不能损一毛。[26]

类似的画面还可见于敦煌壁画和藏经洞出土

绘画作品。Stein.2绘制了与之相似的故事情节。

主尊右侧上部位置绘一山峰，上有二人。前者

头戴黑色圆顶幞头，身着暗红色长袍，双手合

十，站于崖边做祈祷状；后者头戴黑色圆顶幞

头，着红色长袍，双腿呈奔走状，一手向前做

推搡状。崖下绘一祥云，云上胡跪一人，以幞

头来看，似为崖上礼拜之人。而在EO.1142和晋

博所藏石刻观音经变中我们亦可以看到相同的

场景。因此，通过与经典以及同题材作品的比

对分析以后，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这表现的即是

堕难。

（三）毒虫难

在怨贼难下方绘有毒虫难。一人身着深色长

袍，双手合十，弯腰而立，面前绘有一条昂首吐

火的长蛇。相似的图像可见于敦煌藏经洞所出绢

画Stein.2、28，MG.17665、EO.1142等。Stein.28

绘有观音救度六难的场景，毒虫难绘制在主尊右

侧上部。男子头戴黑色圆顶幞头，身穿圆领长袍

红衣，脚着黑靴，双手微拱掩于袖中，周围环

绕蚖蛇、蝮蝎，毒蛇身有斑点，盘身翘首，口部

大开，欲作攻击状，旁有石青色榜题框，无字。

Stein.2除上述救堕难场景外，还绘有5处救难场

景，毒虫难绘在主尊右侧下部位置。人物衣着形

态与Stein.28别无二致，蚖蛇、蝮蝎形象相较略

显简略，在此不再赘述。而且，毒虫口吐焰火的

形象也与MG.17665中毒虫难的形象设定高度相

似。此外，晋博所藏石刻观音经变中也刻画有毒

虫围绕受难者的画面，这都与GJ-01所绘场景存

在极大的相似之处。再结合经典依据，我们基本

可以判定此处场景表现的即为《普门品》中的毒

虫难。《普门品》记载：

蚖蛇及蝮蝎，气毒烟火燃，念彼观音力，

寻声自回去。[27]

三、观音经变图像原貌复原
GJ-01残卷中除主尊观世音菩萨外，现共存

3组救难场景，分别是怨贼难、堕难、毒虫难。

通过对主尊身份和现存三组救难场景的判读，我

们大致可以确定其表现的应为《普门品》。但因

GJ-01保存情况较差，想要窥知其大致构图模式

和全貌，我们或可将视线转向敦煌地区同题材

壁画、绢画上。敦煌地区保存有数量较多表现

《普门品》的壁画和绢画作品，通过与之相对

比，或可弥补GJ-01之缺。

罗华庆先生对敦煌艺术中的《普门品》和

《观音经变》进行过系统的调查和整理工作，

依据先生所做内容调查表[28]，同时包含堕难、怨

贼难、毒虫难的洞窟和绢画作品有敦煌莫高窟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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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7窟、444窟、7窟、14窟、12窟、288窟，西

千佛洞第15窟，Pelliot 63、4513，Stein.5642、

6983等。张善庆老师结合法国集美博物馆所藏

EO.1142和晋博藏品，对莫高窟第395窟所绘《普

门品》进行了考订，指出该窟南北两壁的主题

为观世音菩萨救度八难，分别为毒虫难、恶兽

难、雷暴难、怨贼难、火难、枷锁难、堕难、毒

药难，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重要研究材料。[29]观音

信仰的流行也影响到了敦煌石窟图像的绘制。[30]

因石窟壁画中观音经变尺幅较大，内容繁多，

通常绘制数列救难、现身场景，而Stein.5642、

6983，P.4100、4513、2010（P.4513和2010实为

一卷裂为两截）等画册作品多为图文并茂、上图

下文形制的画册，与GJ-01对比意义不大，因而

我们与之对比的材料多选用同类型的绢画作品，

同时结合部分采用“主体式对联立轴构图”的石

窟壁画材料。

GJ-01《观音经变》原貌应表现了观音菩萨

救度六难的场景。通过图像梳理，我们发现敦煌

所存《普门品》绢画作品分为主尊立姿和坐姿两

种表现形式，

因画幅尺寸和

主尊形态的不

同通常在主尊

两侧对称绘制

四至八组救难

题材，主尊上

方一般还绘有

华盖。只是具

体内容不尽相

同，同样是六

难 ， 彼 此 不

同，同样是四

难，相互之间

也有差异。[31]

当主尊为坐姿

时，通常上部

表现主尊和救

难场景，上下部以线条分割为两个空间，下部绘

供养人形象，受空间布局影响一般绘制六组救难

场景，上文提及的Stein.2、28便为此种类型。另

一种主尊为立姿，救难场景以主尊为中心分绘两

侧，所绘救难场景并不固定，例如EO.1142绘制

八组救难场景，而MG.17665主尊同为立姿，却仅

绘制四组救难场景。此外，依据上文所考GJ-01

所存救难场景中，上首第一难为“堕难”，而在

绢画作品中，堕难通常被绘于画面上部两角，

在其上方不再表现其他救难场景，而是对称绘制

花卉、飞天等图像以做补空之用。在主尊莲台以

下，通常表现供养图像，上文所引Stein.2、28，

MG.17665等均为此类设计。因此，我们认为GJ-01

堕难上部和毒虫难下部残损部分应该再无其他救

难场景的表现，或许在画面两侧上部绘制了花

卉、飞天图像，主尊莲台下方做分割绘制供养图

像。掌握了这些之后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GJ-01，

从残存部分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，其绘制的主

尊形象为坐态，且残缺部分应还绘有其他救度诸

难的场景，因此，整体或呈现出观音救度六难的

图 6  观音救八难 兰家川石窟图 5  MG.17665 观音经变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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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景。那么其余三组救难场景的内容分别是什么

呢？

“人推堕”存在与“恶人逐堕”相对出现的

模式。通过对敦煌等地同题材绢画作品的考察，

我们发现，在宋代一些观音救难场景的表现中，

主尊两侧上方通常会呈对称形式绘制“人推堕”

和“恶人逐堕”场景，这类搭配在观音经变的构

图中颇为常见。MG.17665（图5）[32]即绘有“人

推堕”与“恶人逐堕”相对的场景。主尊两侧上

方各绘山崖一座，山崖上部各绘一人站立像，一

侧绘一人跌落山崖，一侧于山崖中部绘一人端坐

云上。四川博物馆所藏《水月观音图》绘制于

北宋建隆二年（961），中绘观音坐像，两侧共

绘有十组观音救难场景。同MG.17665一样，“人推

堕”和“恶人逐堕”也分别绘制于主尊两侧上部位

置。除此之外，兰家川石窟左壁后侧所存宋代“观

音救八难”造像（图6）[33]，上部左右亦有经文所

载“人推堕”“恶人逐堕”的堕难场景。因“人

推堕”和“恶人逐堕”二者均为从高处坠落的场

景，因此通常分绘画面上部两侧。当然在部分造

像中堕难还存在与雷暴难相对出现的情况，例如

EO-1142，但此类搭配出现甚少，是为个例。由

此我们推断，GJ-01《观音经变》右侧上部所残

画面表现堕难的概率比较大。

毒虫难与怨贼难搭配对象并不固定。通过与

敦煌等地《观音经变》中救难场景相对比，我们

发现在救难场景的表现中，尤其是在毒虫难与怨

贼难的相对位置上，二者搭配关系并不固定。例

如毒虫难相对出现的可能是毒药难，这类搭配

形式可见于晋博藏品中；亦有可能是雷暴难，此

种情况出现在莫高窟第395窟；还有可能是恶兽

难，此类情况可见于EO.1142和莫高窟第112窟

观音经变中；更有可能是火难，这种搭配形式出

现于Stein.2、28和MG.17665中。而怨贼难的搭

配模式更加多样，与之相对出现的可能是毒药难

（EO-1142）、枷锁难（Stein.24）、雷暴难（莫

高窟第112窟）、火难（晋博藏品）和恶兽难

（Stein.28、莫高窟第395窟）。

因此，我们依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仅能确认

GJ-01《观音经变》应该表现了六组救难场景，

和上部两组堕难场景相对出现的模式，并不能

很好地确定所残三组救难场景表现内容，也因

此给复原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。只能期待后

续材料的发现和补充，以待未来更好地揭示其

完整面貌。

四、慈云寺塔观音经变与敦煌观音经变
相比之下，慈云寺塔所出观音经变绢画与同

期敦煌观音经变既有共通的特征，也有自身的

特色。贺世哲、罗华庆等专家都曾对敦煌观音经

变和《普门品》主题的作品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

究，对我们了解敦煌观音经变的特点具有很好的

借鉴意义。[34]

首先，二者在整体构图形式上均为主体式对

联立轴构图。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绢画和纸画

中，现存有七幅绢画是《观音经变》，时间大致

是从五代至宋。《观音经变》绘制在丝织品上，

画幅较小，易于悬挂，构图均采用“主体式对联

立轴”形式，内容由于受画幅限制，情节较少，

为观音救度诸难。[35]在故事情节的选取上，二者

均只表现主尊和选择性表现救难场景，没有表现

其他《普门品》内容，通常在画面下部位置还绘

有供养人图像和题记。

其次，二者在图像表现方面较为简练，多为

符号化表现。以怨贼难为例，在敦煌早期作品

中，怨贼难与现实生活相结合，故事情节进一步

完善，场景表现更加丰富，利用马匹、毛驴、包

袱等元素来表现商队遇盗场景，例如敦煌莫高窟

第217、420、45窟等。至后期，画面表现简化

了许多构图元素，仅保留故事主要人物，故事表

达更加简洁，这种表现在绢画作品中尤为明显。

在慈云寺塔所出《观音经变》怨贼难场景的表现

中，我们虽无法看到丰富的故事情节和辅助道具

的出现，但绘者仅用两人便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气

氛紧张的遇贼场景，通过人物形象的设计和动作

的表现便使观者对其人物身份一目了然，在整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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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节表现上简洁明了。

最后，融六难于山水环境中是GJ-01观音经

变创新的艺术特色。以残存部分来看，绘者极具

设计感地利用山水图像将故事情节串联起来。

在堕难场景的表现中，绘者使用瀑布图像来交

待受难者所处的环境和位置，随着水流下落的

方向引导观者将关注点转移到怨贼难的场景之

中。之后跟随怨贼难中狭道的走向，顺理成章

地将观者的关注点转移至山体下部位置，也就

是毒虫难的场景。这种山水图像在救难场景中

的使用，可以追溯到敦煌莫高窟第217、420、

45等窟中。但从敦煌地区相关作品中我们可以

看到，画面中虽有山石图像的使用，整体给观

者所呈现的视觉感受却并不连贯，山体的出现

似乎是为了将每组场景隔离开来。GJ-01观音经

变作品是在其基础上对山水图像与救难场景进

行了进一步的融合和创新，在画面上更加注重

线条与皴法的表现，带给观者的感受更像是在

一幅精巧的山水画作中融入了救难场景。《慈

云祥光》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：

其间山石作曲折笔法勾勒轮廓，再以宽阔

笔路侧卧点赭色晕染，山石表面以短条皴法表

现肌理。山水中断笔细笔点粉人物一对……[36]

因此，相较于敦煌同题材作品，GJ-01观音

经变在设计上呈现出更强的整体性和统一性。

慈云寺塔所出GJ-01观音经变绢画残片构图

精巧、线条流畅、设色艳丽，实为同题材绢画

作品中的上乘之作。通过与敦煌等地所存同题

材图像材料的梳理与比对工作，笔者对残片所

存主尊身份和救难场景进行了判读，并尝试性

地复原了GJ-01观音经变的原貌。但因观音经变

作品中救难场景的搭配模式并没有一个十分严

谨的规律，这对其搭配对象的判定工作带来了

一些困难。因此，我们也只能对其内容作大致

判断，伴随新材料的发现和研究工作的深入，

对其原貌的认知或许会愈发清晰。另外，由于

此件绢画作品与慈云寺塔同期出土的其他绘画

作品呈现出完全迥异的风格，因此不排除其由

他地迁移而来的可能性。

（作者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硕士研究

生，本文系甘肃省“创新之星”优秀研究生科研

项目“北魏邢合姜壁画石椁墓研究”阶段性研究

成果，项目编号：2022CXZX-014；2021年国家

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“敦煌石窟与佛教仪轨研

究”阶段性研究成果，项目编号：21BKG025；

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“丝

绸之路美术史”阶段性研究成果，项目编号：

20ZD14，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丝绸之路佛教图像

研究团队的帮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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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党中央周围，与党同心同向同行，以更加积极

进取的精神、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、更加坚毅沉

稳的步伐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，践行社会主义核

心价值观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，落实全面从严治

教，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，推进新时代佛教中国

化行稳致远，积极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

应，推动中国佛教健康传承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

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

贡献佛教界的智慧与力量。

（《法音》编辑部）

（责任编辑：代　耀）

中国佛教协会及在京直属寺院、中国佛学院组织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

本刊讯  盛世逢盛会，举国同欢庆。2022年

10月16日上午10点，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

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

幕。中国佛教协会及北京广济寺、法源寺、灵光

寺三座在京直属寺院，中国佛学院分别组织中国

佛教协会工作人员、寺院常住僧众和中国佛学院

师生集中收看大会盛况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

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。

与会人员一致表示，要认真学习、深刻领会

习近平总书记报告重要精神，不忘初心，坚定信

念，继续高举爱国爱教旗帜，引领全国佛教界和

信教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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